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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政策与粮食生产

杨惠婷　 李　 睿∗

　 　 摘要　 本文以耕地保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评估了耕地约束对区域粮食生产的影响。
研究发现，耕地保有量约束的强化虽有效稳定了耕地面积，却未对粮食产量产生明显的促进

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政策仅增强地方政府对“耕地”的重视，并未同步提高对“粮食”的关

注。 政策引致的耕地保有量增加效应，集中来自坡度较高、有机质含量较低的区域。 在此情

况下，政策未能有效提升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反而有所下降。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的分析

发现，耕地保护与农业补贴政策相结合，能显著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并提升总产量。 这表明在

严守耕地红线的同时，协同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才能够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
关键词　 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　 占补平衡　 种粮积极性

一、 引　 　 言

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各国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①。 习近平总

书记曾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从粮食

需求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产生了对口粮持续巨大的刚性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了饮食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升级，肉蛋奶等

禽畜类产品的消费量逐年增加，使得国内市场对饲料粮的总体需求也不断上升，“人畜

争粮”矛盾加剧（罗必良和张露，２０２５）。 从粮食供给的角度看，中国的耕地资源与水资

源总量并不充沛，在长期高强度利用与生态环境压力叠加下，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
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使
得粮食作物的种植面临劳动力缺失的困境。 尽管粮食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部分地

缓解国内供给压力，但是国际粮食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压缩政府利用国际市场

进行供给调剂的政策组合空间（倪国华等，２０２２）。 因此，为了掌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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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社会关注的粮食安全（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概念，主要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

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食物选择。 该定义不仅强调要有充足的食物（粮食和

其他食物）供给，而且包括食物购买能力、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 而国内强调的粮食安全概念，主要指谷物（水稻

和小麦等口粮以及玉米等饲料粮）、薯类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的供给安全（黄季焜，２０２１）。 本文分析中关注的粮食

安全概念主要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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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实现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还应主要依赖

国内粮食的持续稳定供给（李国祥，２０２２）。 在这一粮食安全战略取向下，耕地保护被确

立为中国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占补平衡

管理，统筹农用地布局优化”。
稳定耕地面积何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粮食作物的产出与土

地要素的投入密切相关。 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粮食生产函数的结果显示，土
地要素对粮食作物的产出弹性约为 ０．２３，这远大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
此外，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粮食总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变化趋势①。
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了城乡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对耕地

资源产生了明显的挤占效应。 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非农建设共占用耕地约 ２ １９４ 万亩，占该时期耕地减少总面积的 ２０．５％。 受限于地

形、气候和水源等自然因素，在后备耕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现有耕地面积的减少可能

对维持国内粮食的长期稳定供给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自“十一五规划”期间首次提出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通过颁布

《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总体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以下简称《规划》）将具体的耕地保有量

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 与此同时，以限制耕地违法占用和补充现有耕地规模为核心内

容的各类措施纷纷出台，对各地政府到期完成《规划》分配的耕地保有量目标任务产生

约束作用。
然而在实践中，政策目标与实施效果之间可能存在偏离。 面对土地管控、经济增长

与生态保护等多重任务，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往往需要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与

协调。 因此，在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背景下，耕地保有量目标的约束是否真正有

助于保障粮食安全仍有待系统检验。 为此，本文利用各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的分批颁布时间，识别其在地级市层面形成的耕地保有量目标冲击，并以目标值

与基期耕地面积之比衡量耕地约束强度。 结合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识别政策对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具体影响。 为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制，
研究从地方政府目标导向、耕地地理分布、粮食种植情况及生产要素投入四个维度开展

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优化耕地保护制度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政策建议，
为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提供经验证据与参考。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两支：第一支文献关注于考察土地利用管制政策

带来的影响。 部分研究发现，城市土地利用管制政策将影响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包括提

高房价（Ｇｙｏｕｒｋｏ 和 Ｋｒｉｍｍｅｌ，２０２１；Ｇｙｏｕｒｋｏ 等，２０２１）和增加住房容积率（Ｃａｉ 等，２０１７；
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 和 Ｓｉｎｇｈ，２０２０）。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土地用途管制还会通过挤压住房市场

和阻碍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流动导致资源错配（Ｈｓｉｅｈ 和 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１９；余吉祥和沈坤荣，
２０１９），从而阻碍整体的经济增长（Ｈｅｒｋｅｎｈｏｆｆ 等，２０１８）。 此外，Ｔｕｒｎｅｒ 等（２０１４）的理论

①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经历了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１ ００６．０４ 万公顷下降至 ２００３ 年的历史

最低水平 ９ ９４１．０３７ 万公顷，然后回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 ７５４．４５１ 万公顷。 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产量也从 １９９５ 年

的 ４６ ６６１．８ 万吨，下降至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３ ０６９．５３ 万吨，再回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３ ４３４．２９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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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还表明土地管制措施将导致社会整体的福利损失。 近年来，少量文献开始关注耕

地保护政策的效果。 唐盟和邵磊（２０２２）发现，耕地保护政策通过抑制耕地转用显著减

少了地方建设用地出让规模，并促使政府提高容积率、加快开发进度，以提升土地利用

效率。 谢婷婷和张辉（２０２４）则从企业层面探究耕地保护政策对工业用地配置和企业生

产效率的影响。 整体而言，以上文献主要关注于各类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对当地城市非

农部门的影响，而关于耕地用途管制如何影响农业部门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第二支

文献从多方面讨论了影响粮食生产的各类因素。 部分学者考察了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

素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发现，农业机械化可以促进粮食产量的提升（周振等，
２０１６），并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伍骏骞等，２０１７），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变化对粮食

种植结构及其产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王跃梅等，２０１３；杨进等，２０１６；钟甫宁等，
２０１６）。 此外，另一部分学者考察了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

响，均发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陈飞等，２０１０；王欧和杨进，２０１４）。 尽管诸多学者已经对

影响粮食产量的各类因素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但是在耕地保护制度的背景下，耕地要素

投入的保障如何影响粮食产出却尚未得到系统性的考察。
本文以耕地保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地级市宏观统计数据、政

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与地理遥感数据，系统评估了耕地约束对区域粮食生产的影响。
研究发现，耕地保有量约束的强化虽有效稳定了耕地面积，却未对粮食产量产生明显的

促进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政策仅提升了地方政府对“耕地”的重视，并未同步增强其对

“粮食”的关注。 与此同时，政策引致的耕地保有量增加效应，集中来自坡度较高、有机

质含量较低的区域。 在此情况下，政策未能有效推动粮食播种面积增长，且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粮食单产。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耕地保护约束与农业补贴

政策相结合，能显著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并提升总产量，这表明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同时，
协同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

括以下方面：第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政策之一，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考察。 本文首次系统检验了该政策对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影

响，为评估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具体经济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 第二，区别于诸

多研究聚焦土地管制政策对非农领域生产活动的影响，本文借助《规划》实施的外生冲

击，考察了耕地保护政策如何影响农业领域的粮食生产，从而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第三，在内在机理的探究方面，本文从地方政府的关注力度与

实际执行效果等维度揭示了政策作用的具体影响机制，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类

似考核约束政策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同期相关政策的协同作

用，对于完善现有耕地保护政策体系以及如何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针对

性的启示。

二、 制 度 背 景

为了稳定耕地面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其
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占补平衡”为政策主线，防止耕地被过度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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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９７ 年提出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目标是通过

弥补对耕地的占用和保护基本农田不被侵占来实现保护耕地的目的。 然而，由于相关

规划指标编制不成熟，缺乏有效的土地监测工具和有约束力的土地执法条例，这一阶段

的耕地面积仍然出现了大幅下降。 耕地面积总量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２ ９２１ 万公顷，下降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２ ２０８ 万公顷。 与此同时，人均耕地面积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０．１０２ ７ 公顷（约１．５４
亩），下降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０９３ ３ 公顷（约 １．４ 亩）①。 第二阶段，政府多措施并举，实行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政府开始制定更加明

确的耕地保护政策。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首

次提出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并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进一步

地，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总体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以
下简称《规划》）。 该《规划》详细确定了各省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等土地利用约束性指标（规划期内不得突破），以及园地面积、林地面积、牧
草地面积等预期性指标（规划期内引导实现），其中最核心的任务是，要求确保中国耕地

面积总保有量到 ２０２０ 年稳定在 １８．０５ 亿亩（约 １２ ０３３．３３ 万公顷）。
为了落实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的目标任务和相关责任，《规划》将全国的耕地保有量

目标详细分解到各省，并由各省、地级市和县级行政单位的地方政府依据上级政府的规

划文件层层分解落实耕地保护的具体任务和相关责任。 《规划》要求，下级单位的规划

应当依据上级规划进行编制，特别是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控制指标，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 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开始，中国各地级市依据本省的规划指标要求，陆续出台了各市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并在其中对所辖区县的土地安排和目标值做出了详细的任

务分解。 本轮的耕地保护政策主要从限制耕地违法占用和补充现有耕地规模两个方

面，采取多项措施保障耕地面积的稳定。 在限制耕地违法占用方面，首先通过立法提高

各地《规划》的法律地位，严格限制《规划》目标任务的修改，从而增强各地《规划》文件

限制当地违法占用耕地的约束力度。 其次，结合土地遥感监测系统和年度土地利用调

查，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加强土地管理执法力度，坚决惩处违法改变耕地用途的各类行

为。 在耕地规模补充方面，通过加大补充耕地的资金支持力度，支持土地整理和复垦，
推动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地开发。 与此同时，保证各地常用耕地

尤其是基本农田的耕地质量也是重要的政策目标。 各地政府在完成耕地目标保有量任

务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的

综合生产能力。 此外，中央政府还通过建立省级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定期考核

省级政府的各项耕地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保障地方政府落实各项具体的耕地保护

措施②。

①
②

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国务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引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对《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责，省长、主席、市
长为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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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 究 设 计

　 　 （一） 模型设计

本文利用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分批颁布形成的准自然实验，采
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耕地红线约束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以耕地保有量目标与基期耕地

面积之比衡量约束强度，该比值越高代表约束越严格；将强度高于中位数的地级市定义

为处理组，其余的地级市为控制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ｃｔ ＝α＋β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Ｘｃｔ＋Ｚ′ｃ×μｔ＋λｐｔ＋ηｃ＋εｃｔ （１）

其中，下标 ｃ、ｐ、ｔ 分别表示市、省份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ｙｃｔ为 ｃ 市在 ｔ 年的结果变量；
Ｌａｎｄｃ 为以耕地红线约束强度为标准的分组虚拟变量，强度高于中位数的地级市取值

为 １，否则为 ０；Ｐｏｓｔｃｔ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ｃ 市所在省份颁布《规划》的当年及之后年

份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为基准回归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β 为本文关注的

估计系数，衡量了《规划》实施后耕地红线约束对粮食安全相关变量的影响。 考虑到

《规划》同时设定了耕地保有量和城乡建设用地上限，而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存在替

代关系，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约束可能影响当地的耕地面积，从而对估计系数造成干

扰，本文参照相同思路构建城乡建设用地约束政策变量，并作为控制变量 Ｘ ｃｔ纳入回

归方程①。 此外，模型引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λｐｔ），控制省份间随时间变化的各类

特征（如同期区域气温降水变化、各类省级粮食生产政策等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地
级市固定效应（ηｃ），控制地级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类特征产生的影响；εｃｔ为随机

扰动项。
由于省级政府在向地级市分解耕地保有量目标时往往考虑了各地在基期 ２００５ 年

的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财政状况与经济基础等各类因素，这可能导致估计

系数的大小并非完全来自政策冲击，而是受到相关初始条件差异的影响。 为了缓解对

这一问题的担忧，本文检验了研究样本的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对基期

主要经济社会指标进行了平衡性检验（见表 １），包括人口密度、人均 ＧＤＰ、建设用地占

比、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及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列（３）汇报的结果显

示，在未控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两组样本确实在大多数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现

实预期相符；但列（４）中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后，这些事前特征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再显

著，表明此时基期差异产生的干扰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据此，模型中加入了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λｐｔ），以缓解内生因素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缓

解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模型中仍纳入了这些地级市基期特征变量与时间固定效应的

交互项（Ｚ′ｃ×μｔ），以控制基期差异随时间变化带来的干扰。

① 具体而言，城乡建设用地约束强度以其目标值与基期值之比衡量，强度越高代表管控越宽松，因此将低于中

位数的地级市定义为处理组，其余的地级市为控制组；通过其与政策颁布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捕捉该指

标带来的政策效应。



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 杨惠婷 李睿　 耕地保护政策与粮食生产 ４９　　　

表 １　 基期（２００５ 年）地级市主要特征变量的组间平衡性检验

变　 量 处理组 控制组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

人口密度（人 ／ 平方公里） ５００．９０７
（４０．６００）

３２５．６５３
（２１．７６８）

１７５．２５４∗∗∗

（４５．９７３）
－１２．８０９
（４９．９９０）

人均 ＧＤＰ（万元 ／ 人） １．７１０
（０．１０８）

１．３１４
（０．０８７）

０．３９６∗∗∗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９）

建设用地占比 ６．７９５
（０．５６７）

４．６０１
（０．４５０）

２．１９５∗∗∗

（０．７２３）
－０．１３４
（０．５７５）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万元 ／ 人）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９）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 人） ０．７９９
（０．０５４）

０．５８０
（０．０３９）

０．２１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９）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０．４７３
（０．０１０）

０．４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样本量 １３４ １３５ ２６９ ２６９

　 　 注：列（３）表示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无条件差异情况；列（４）表示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后，处理组与控制组

之间的有条件差异情况；∗、∗∗、∗∗∗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６９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 构建核心解

释变量和城乡建设用地约束政策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各省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发

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其中记录了各地级市 ２００５ 年基期耕地面

积、基期城乡建设用地面积、２０２０ 年耕地保有量目标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上限。 耕地

面积数据基于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中国 ３０ 米年度土地覆盖数据

集（ＣＬＣＤ）（２００５—２０１８）测算得到，其中记录了包括耕地、草地等分类型的土地覆盖

面积卫星遥感信息。 土壤有机质含量数据基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中

国土壤有机质数据集测算得到。 基于上述地理数据源，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对应数据

集中的栅格数据与地级市行政边界数据匹配后，最终在地级市区域层面加总或取均

值得到对应变量的地级市统计数据。 历年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统计数据来自

文构财经文本数据平台①。 其余地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ＣＥＩＣ 中国数据库以及政府官网和相关统

计公报。 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① 具体而言，通过在该数据平台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分栏中，分别搜索关键词“耕地”“粮食”，获得对应年份

地级市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词频信息，并据此构造对应的关注度指标。 更多细节请参见数据库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ｎｇｏｄａｔａ．ｃｎ ／ ＃ ／ ｄａｓｈ ／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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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常用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６．４７９ ０．８３７ ３ ７６６

粮食产量（万吨）（ ｌｏｇ） ４．８６４ １．１３３ ３ ７６６

地方政府报告词汇数量———“耕地”相关 １．１３３ １．２３９ ３ ５７７

地方政府报告词汇数量———“粮食”相关 ３．７１２ ３．０９７ ３ ５７７

坡度＜５°的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６．３５６ ０．９０１ ３ ７６６

坡度 ５°—１５°的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２．８８９ １．６８５ ３ ７６６

坡度＞１５°的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０．５３５ １．０２３ ３ ７６６

有机质含量＜１０ ｇ ／ ｋｇ 的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６．４６２ ０．８５２ ３ ７６６

有机质含量 １０—２０ ｇ ／ ｋｇ 的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０．３３２ ０．９２５ ３ ７６６

有机质含量＞２０ ｇ ／ ｋｇ 的耕地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０．１７２ ０．７７２ ３ ７６６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５．８６２ １．２０４ ３ ７４６

粮食亩均产出（吨）（ ｌｏｇ） １．７１０ ０．３３７ ３ ７４６

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ｌｏｇ） ５．２７６ ０．９８４ ３ ７６６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时）（ ｌｏｇ） ５．３１９ １．０４８ ３ ５９４

农村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ｌｏｇ） １１．２４１ １．３５２ ３ ４７７

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万吨）（ ｌｏｇ） ２．５５９ ０．９７１ ３ ７２８

四、 实 证 检 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基准回归方程（１），本文考察了耕地保有量目标约束对地级市耕地面积和粮食

产量的实质影响，并将相关结果汇报在表 ３。 其中，列（１）和列（３）仅控制地级市固定效

应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列（２）和列（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 实证

结果表明，耕地保护政策实施后，耕地保有量约束对稳定耕地面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在 ５％统计水平下显著。 然而，该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在统计意

义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更强的耕地保有量约束并未对粮食增产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
换言之，耕地保护政策引致的耕地面积扩张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产量的提升。

表 ３　 基准回归

耕地面积

（１） （２）

粮食总产量

（３） （４）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９）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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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耕地面积

（１） （２）

粮食总产量

（３） （４）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９２ ６ ０．９９３ ０ ０．９５１ ５ ０．９６９ ９

　 　 注：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在地市层面聚类。 ∗、∗∗、∗∗∗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规划》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

组在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上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 因此，本文基于既往文献的做法（ Ｊａ⁃
ｃｏｂｓｏｎ 等，１９９３），采用事件分析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 具体设定如下：

ｙｃｔ ＝ ∑６＋
τ ＝ －５＋，τ≠－１βτ Ｌａｎｄｃ × Ｉ τ

ｃｔ ＋ Ｘ′ｃｔ ＋ λｐｔ ＋ ηｃ ＋ Ｚ′ｃ × μｔ ＋ εｃｔ （２）

其中，τ 表示相对于《规划》实施的时间窗口；特别地，τ ＝ －１ （即实施前一年）设定为基

准期； βτ 是被关注的核心系数，它捕捉了不同年份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情况。
若 βτ 在 τ＜０ 区间上不显著异于 ０，则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其他变量均与基准回归模

型保持一致。
图 １ 汇报了基于事件分析法的估计结果（９０％置信区间）。 结果表明，在各地的《规

划》正式颁布实施之前，样本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 政策实施后，耕地面积的估计系数整体为正，并在第 １—５ 期

显著（１０％水平），表明《规划》实施后，耕地红线约束对稳定耕地面积产生了显著积极的

影响，且该效应在后续时期持续存在，并未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相比之下，粮食产量的

系数虽然也始终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且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第 ０—２ 期上

升，随后回落接近于 ０），表明该政策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有限，仅在短期内产生了轻

微的增产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缩小样本范围、考虑粮食进口影响以及考

虑同期其他相关政策影响等多个维度开展稳健性检验。
第一，剔除牧区县占比较高的样本。 考虑到部分地市多为牧区，整体农业以畜牧业

为主，粮食生产更易受到地形条件、自然环境等外在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中剔除了牧区县占比 ５０％及以上的地级市。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第（１）—（２）列。 结果显

示，剔除牧区样本后，耕地红线约束对耕地面积的政策效应仍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且估计系数（０．０５９）高于全样本结果（０．０４３）；粮食产量的估计系数同样为正但未达到

统计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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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耕地面积

（ｂ）粮食产量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第二，控制粮食进口冲击效应。 在本文分析的样本期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粮食

进口，这可能影响国内的粮食市场价格，并进而对各地农民的粮食生产行为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 为了缓解粮食进口带来的影响，本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控

制变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Ｉｍｐｏｒｔｓｔ。 其中，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 表示 ｃ 市在 ２０１０ 年的粮食作物潜在产出，用
于反映在地区层面粮食生产条件的自然差异①；Ｉｍｐｏｒｔｓｔ 表示在 ｔ 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的

对数值，用于反映在时间层面的粮食进口变化差异。 控制粮食进口效应后，回归结果汇

报在表 ４ 第（３）—（４）列中，估计系数均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① 粮食作物潜在产出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公布的农田潜力生产数据集。 该数据基于中国

耕地分布、土壤和高程 ＤＥＭ 等数据，采用 ＧＡＥＺ（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模型，综合了考虑光、温、水、ＣＯ２

浓度、病虫害、农业气候限制、土壤、地形等多方面因素，反映了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和甘薯五种作物的综合潜

力值。 详细内容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ａｔａ．ａｓｐｘ？ＤＡＴＡＩＤ＝ ２６１。 粮食进口总量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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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剔除牧区样本与控制粮食进口冲击

剔除牧区县占比较高样本

（１） （２）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控制粮食进口冲击

（３） （４）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８）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Ｉｍｐｏｒｔｓ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６）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６２６ ３ ６２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９３ ６ ０．９７０ ３ ０．９９３ ０ ０．９６９ ９

第三，增加额外的控制变量。 考虑到不同地区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面临的地方政府

债务约束以及非农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变化等因素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

干扰，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经济特征变量，以缓解潜在遗漏变量导致估

计偏误的担忧：（１）债务与 ＧＤＰ 之比（Ｄｅｂｔ＿ＧＤＰ＿ｒａｔｉｏ），刻画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压力；
（２）企业所得税收入（ ｌｏｇＦｉｒｍ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间接反映地级市非农产业发展情况及其对工

业建设用地的潜在需求；（３）商品房销售面积（ ｌｏｇ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ａｌｅＡｒｅａ），直接捕捉同期房地

产扩张强度对耕地侵占的潜在影响。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５ 第（１）—（２）列，核心估计

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在控制上述经济特征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第四，溢出效应分析。 更严格的耕地管制约束可能引致产业外迁，从而侵蚀周边地

区耕地，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基于地级市行政中心间的最短交通距离，构建地级

市间的逆距离加权矩阵，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空间加权后作为控制变量（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
纳入模型，缓解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表 ５ 第（３）—（４）列的结果表

明，尽管邻近地区较强的耕地约束确实对当地的耕地面积产生负面影响，并明显促使粮

食产量下降，但就本文关心的核心估计系数而言，其与基准结果较为接近，验证了其稳

健性。

表 ５　 稳健性检验：增加额外控制变量与控制溢出效应

增加额外控制变量

（１） （２）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控制溢出效应

（３） （４）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７）

Ｄｅｂｔ＿ＧＤＰ＿ｒａｔｉｏｃ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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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增加额外控制变量

（１） （２）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控制溢出效应

（３） （４）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ｌｏｇＦｉｒｍ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ｃ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ｌｏｇ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ａｌｅＡｒｅａｃ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０）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ｃｔ －０．０４０
（０．３４９）

－１．９２８∗

（１．０１９）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６１３ ３ ６１３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９２ ９ ０．９７０ １ ０．９９３ ０ ０．９７０ ３

五、 机 制 分 析

基准回归的分析揭示了耕地保护政策在稳定耕地面积方面成效明显，但未能有效

促进粮食产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政策保障粮食安全的初衷。 这一数量与产出

间的差异反映出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激励偏差。 为进一步揭示其内在机制，本
文从地方政府目标导向、耕地地理分布、粮食种植情况和其他要素投入等方面进行

分析。

（一） 地方政府目标导向

本轮耕地保护政策作为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其约束力度不仅体现在《规
划》文件所设立的硬性目标要求，也反映在严格的执行与问责机制中。 相比之下，由于

粮食产量受自然条件与市场因素影响较大，难以纳入硬性约束，中央政府并未对粮食产

量设定明确的约束性指标。 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可能更倾向于追求耕地面积

的数量达标，而非粮食产量的提升。 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各地级

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别统计与“耕地”和“粮食”相关词汇的出现次数，以刻画地方

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关注程度。 表 ６ 第（１）—（２）列的结果显示，《规划》实施后，与“耕
地”相关的词汇出现次数显著上升，而与“粮食”相关的词汇数量变化不显著。 为增强两

个词汇的可比性，本文对其分别进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构建相应的词频指数。 回归结果

汇报在第（３）—（４）列，同样表明了政策实施强化了地方政府对耕地指标的关注，但未

显著提高其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 进一步的动态效应结果（见图 ２）显示，地方政府

的目标导向具有明显的短期特征：《规划》实施后三年左右，其对耕地面积的关注度逐渐

回落；而对粮食生产的关注始终未表现出显著提升，甚至在部分年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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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机制分析：地方政府目标导向

政府工作报告词汇数量

（１） （２）

“耕地”相关 “粮食”相关

政府工作报告词频指数

（３） （４）

“耕地”相关 “粮食”相关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３３５∗∗∗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３０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４）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５７７ ３ ５７７ ３ ５７７ ３ ５７７

调整 Ｒ２ ０．２２１ ８ ０．５３１ ６ ０．２２３ ８ ０．５４６ ５

（ａ）“耕地”相关词汇数量

（ｂ）“粮食”相关词汇数量

图 ２　 耕地保护保护政策对地方政府目标导向影响的动态效应估计

（二） 耕地分布的空间与质量异质性

在耕地数量导向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为完成耕地保有量考核，可能通过调整土

地结构以实现形式上的指标达标。 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面临多重目标：一方面，耕地

保有量作为中央硬性约束，与干部考核和问责机制直接挂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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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经济增长任务，需要通过招商引资与城镇化建设推动 ＧＤＰ 增长。 两类目标叠加之

下，部分地区为满足建设用地扩张的土地需求，耕地分布在结构上逐步向坡度较大、土
壤贫瘠或生态脆弱地块倾斜，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耕地保有量目标。 为检验这一机制，
本文分别从地形坡度与土壤有机质含量两个维度考察政策对不同类型耕地面积的影

响。 表 ７ 第（１）—（３）列报告了按地形坡度分组（＜５°、５°—１５°、＞１５°）的估计结果。 实

证结果显示，耕地保护政策的效应主要集中于坡度大于 １５°的地块，仅在该坡度组中耕

地面积的政策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坡度较低的地块上并不显著，表明政策实施后耕地空

间格局在边际上相对更多落在高坡度地块。 进一步按土壤有机质含量（＜１０ ｇ ／ ｋｇ、１０—
２０ ｇ ／ ｋｇ、＞２０ ｇ ／ ｋｇ）进行分组回归，第（４）—（６）列结果显示，政策对有机质含量低于

１０ ｇ ／ ｋｇ耕地面积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中、高有机质地块的系数较小且大多不显著，说
明在土壤质量维度上，政策效应相对集中于低有机质地块，使耕地面积分布在质量结构

上呈现向低等级地块倾斜的特征。

表 ７　 机制分析：耕地分布的空间与质量异质性

耕地坡度

（１） （２） （３）

＜５° ５°—１５= ＞１５°

耕地有机质含量

（４） （５） （６）

＜１０ ｇ ／ ｋｇ １０—２０ ｇ ／ ｋｇ ＞２０ ｇ ／ ｋｇ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３ ７６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９８ ５ ０．９９８ ２ ０．９９５ ０ ０．９９６ ８ ０．９９８ ６ ０．９９９ ３

（三） 粮食种植情况

《规划》虽明确要求各地通过加强农田水利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综合生产

能力，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耕地保有量目标的约束主要实现了耕地数量的稳定，并
未带来质量提升。 相反，由于耕地分布相对更集中在低质量的边际地块，这类地块难以

有效转化为高效粮食生产用地，从而在平均意义上拉低了整体耕地质量水平。 据此，本
文从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两个维度考察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 表 ８ 列（１）的
结果显示，政策对粮食播种面积虽具有正向影响，但未达到统计显著性。 图 ３ 中（ａ）图
的动态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规划》实施后前两年，耕地约束较紧地区的播种面积确有

上升，但这一效应仅为短期效应，随后逐渐下降趋近于零。 列（２）的结果从土地生产力

角度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机制假设：耕地保护政策没有引致粮食亩均产出显著增加，甚至

呈现负向影响。 图 ３ 中（ｂ）图的动态效应则显示这一不利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愈加明显。
总体来看，政策在数量层面稳定了耕地总量，但在质量与生产效率层面成效有限。 随着

政策执行时间的延长和地方政府关注度的下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能反而有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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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机制分析：粮食种植情况

（１） （２）

粮食播种面积 粮食亩均产出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７４６ ３ ７４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７９ ０ ０．７４０ ５

（ａ）粮食播种面积

（ｂ）粮食亩均产出

图 ３　 耕地保护政策对粮食种植情况影响的动态效应估计

（四） 其他要素投入

前文结果表明，耕地数量的稳定未能带来粮食产量的同步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保有

的耕地未能真正投入粮食生产，其较低的肥力和不利的自然条件可能反而拉低了整体

耕地质量水平。 进一步地，粮食产量的提升还依赖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 在现代

农业体系中，灌溉设施、农业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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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本文分别从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动力、农村用电量和化肥施用量四个方面来检

验耕地保护政策是否带来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调整。 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９ 第（１）—
（４）列中。 结果显示，《规划》实施后，受耕地保有量约束较强的地区仅化肥施用量显著

上升，而其他要素投入变化不显著。 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结论：耕地分布在边际

上向低质量地块倾斜，压低了整体耕地质量水平，农户为维持土壤肥力和既有产量，不
得不提高化肥投入强度。 该政策虽促使地方政府在数量上确保耕地保有量达标，但未

能引导其在农业生产投入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地方政府在考核约束下强化了对耕地数

量的关注，但在灌溉设施和农业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上缺乏相应的激励与资源支持，导致

粮食产量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表 ９　 机制分析：其他生产要素投入

（１） （２） （３） （４）

有效灌溉面积 农业机械动力 农村用电量 化肥施用量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７）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７６６ ３ ５９４ ３ ４７７ ３ ７２８

调整 Ｒ２ ０．９７８ １ ０．８７８ ６ ０．９８０ ４ ０．９７９ ９

六、 政策的协同效应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单一的耕地用途管制无法有效地提升区域整体的粮食产量，
其中的核心作用机制在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仅聚焦耕地面积的稳定，而忽视了

耕地质量的保障，且未对改善灌溉条件和增加农机等生产要素投入形成有效激励，从而

导致耕地无法有效转化为粮食产能。 为此，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问题是：在严守耕地

红线的同时，如何通过多种政策的干预协调以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目标？ 在基准

方程（１）的基础上，本节采用以下回归方程进行实证探究：
ｙｃｔ ＝α＋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ｐｔ×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β２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Ｘｃｔ＋Ｚ′ｃ×μｔ＋λｐｔ＋ηｃ＋εｃｔ （３）

其中，Ｐｏｌｉｃｙｐｔ×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表示耕地保护政策冲击 Ｌａｎｄｃ ×Ｐｏｓｔｃｔ与同期其他省级政策变

量 Ｐｏｌｉｃｙｐｔ的交互项； β１ 为本节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其揭示了其他政策干预措施与耕

地保护政策产生的协同效应。 λｐｔ表示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包含 Ｐｏｌｉｃｙｐｔ在内的

其他各类省级政策自身产生的效应，从而有助于缓解同期相关政策干预通过自身效应

影响当地粮食生产活动而导致的核心估计系数有偏。
一方面，从协同提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角度出发，考察耕地保有量约束与农

田改造建设的政策协同效应。 前文研究表明，《规划》实施后耕地分布在空间和质量结

构上呈现向坡度较大、有机质含量较低地块倾斜的特征，土地质量偏低制约了粮食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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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效率，也可能是粮食产量未明显提升的原因之一。 这一发现引出一个问题：在强

化耕地保有量约束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农田整治能否明显改善粮食的产量表现？ 在政

策层面，针对耕地质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突出问题，中国将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

农田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予以推进，并自 ２０１１ 年起进入规范化实施阶段，其建设内容被

明确界定为水利、农业、田间道路、林业和科技五个方面，并同步设定了相应的建设目标

（梁志会等，２０２１）。 据此，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整理了各省历年累计完成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和中低产田改造面积，加总后取对数构造指标 Ｌｏ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ｔ，并将

其与耕地保护政策变量形成交互。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的

核心估计系数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表明在当前制度和要素配置条件下，在
耕地保有量约束较强的区域同时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尚不足以有效带动粮食产能

的提升。

表 １０　 政策协同效应：耕地保护政策与农田改造建设

（１） （２）

粮食产量 粮食播种面积

Ｌｏ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ｔ×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９）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７６６ ３ ７４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６９ ９ ０．９７９ ０

另一方面，本文继续从协同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角度出发，探究耕地保护政策与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协同效应。 加入 ＷＴＯ 之后，为了减少国际农产品进口对国内农

业生产产生的冲击，中国开始尝试建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尤其是在提高农民种

粮积极性方面， 针对种粮农民陆续实施了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
初步形成了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制度。 ２０１５ 年中央政府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

补贴政策“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进行改革试点。 该项改革的核心目标

是，进一步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稳定耕地的地力水平，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性、
指向性和实效性。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梳理各省落实该项政策的具体时点，并据

此构造测度变量 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ｔ。 表 １１ 的实证结果表明，耕地约束与粮食补贴政策的协同显

著提高了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 这一发现凸显了完善种粮收益机制在发挥耕地保护政

策效能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提高农民的种粮预期收益，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耕地保护向粮食生产目标的实际转化，缓解了地方政府更关注耕地面积而非粮食产量

的政策激励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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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政策协同效应：耕地保护政策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１） （２）

粮食产量 粮食播种面积

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ｔ×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９∗∗

（０．０７４）

Ｌａｎｄｃ×Ｐｏｓｔｃｔ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

地级市 ＦＥ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７６６ ３ ７４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７０ ０ ０．９７９ ２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在地级市层面对耕地保有量指标分配所

形成的外生冲击为研究契机，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耕地保护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实质性影

响。 基于市级宏观统计数据、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以及地理遥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

的识别策略，本文研究发现：《规划》实施后，耕地保有量约束的强化确实对耕地面积的

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显著提

升了地方政府对“耕地”的关注度，但并未影响其对“粮食”的关注度。 与此同时，基于

耕地分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引致的耕地保有量增加效应，集中来自坡度较高、有
机质含量较低的地块。 以上证据意味着，耕地保护约束下的占补平衡机制可能存在“重
数量，轻质量”倾向。 在此情况下，实证发现政策并未促使粮食总播种面积显著增长，且
导致粮食单产出现一定程度降低。 此外，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视角看，耕地保护政策并未

显著提升区域灌溉设施建设与农业机械化水平，这也间接表明政策未对地方政府促进

粮食生产形成有效激励。 最后，基于政策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表明，耕地保护与农田建

设政策的交互作用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有限，而强化耕地保护约束的同时增强农业补贴

力度，则可以有效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并最终提高区域粮食总产量。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如下政策含义：一是优化耕地占补平衡机制，提高对补充耕地质

量的评定标准，以及完善耕地质量检测体系。 在现行耕地保护政策基础上，健全统一规

范的质量鉴定与验收标准，细化不同地类和质量等级的认定与折算规则，建立常态化的

质量监测和动态更新制度。 在坚持耕地占补平衡总体要求的前提下，更加突出“量质并

重”的原则，确保补充耕地的平均质量不低于被占用耕地，从而在制度层面推动耕地数

量、质量与空间布局的动态平衡。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效果，在优化耕地约束政策同时，
进一步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优化耕地用途管制、严格落实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

农田制度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相关支持性政策体系的统筹衔接，使耕地数量管控与

粮食产出提升形成合力。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个体层面，应健全覆盖粮食生产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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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体系，强化价格支持、种粮补贴、农业保险、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工具的协同联

动，通过提高种粮收益预期与抗风险能力，稳定农户的生产投入行为，保护和调动其务

农种粮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区域层面，应完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强化对

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建立更加稳定的产销区间省际横向

补偿机制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提升主产区履行粮食安全责任的激励强度与制度

保障，推动形成权责对等、区域协调的粮食安全治理格局。

参 考 文 献

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 Ｊ． Ｋ． ａｎｄ Ｒ． Ｓｉｎｇｈ， ２０２０，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
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６， １０３２３９．

Ｃａｉ， Ｈ．， Ｚ．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Ｑ．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
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８，２２３⁃２３３．

Ｇｙｏｕｒｋｏ， Ｊ．， Ｊ． Ｓ． Ｈａｒｔｌｅｙ ａｎｄ Ｊ． Ｋｒｉｍｍｅｌ， ２０２１， “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Ｕ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４， １０３３３７．

Ｇｙｏｕｒｋｏ， Ｊ． ａｎｄ Ｊ． Ｋｒｉｍｍｅｌ，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６， １０３３７４．

Ｈｅｒｋｅｎｈｏｆｆ， Ｋ． Ｆ．， Ｌ． Ｅ． Ｏｈａ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Ｅ． Ｃ．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８， “Ｔａｒ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３， ８９⁃１０９．

Ｈｓｉｅｈ， Ｃ． Ｔ． ａｎｄ Ｅ．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１９，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２）： １⁃３９．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Ｌ． Ｓ．， Ｒ． Ｊ． ＬａＬｏｎｄｅ ａｎｄ Ｄ． Ｇ．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１９９３，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８３（４）： ６８５⁃７０９．

Ｔｕｒｎｅｒ， Ｍ． Ａ．， Ａ． Ｈａｕｇｈｗｏｕｔ ａｎｄ Ｗ． Ｖａｎ Ｄｅｒ Ｋｌａａｕｗ， ２０１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８２
（４）： １３４１⁃１４０３．

陈飞、范庆泉和高铁梅，２０１０，《农业政策、粮食产量与粮食生产调整能力》，《经济研究》第 １１ 期 １０１—１１４＋１４０ 页。
黄季焜，２０２１，《对近期与中长期中国粮食安全的再认识》，《农业经济问题》第 １ 期 １９—２６ 页。
李国祥，２０２２，《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任务及根本要求———学习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及十九届六中

全会相关精神的体会》，《中国农村经济》第 ２ 期 ２—１１ 页。
梁志会、张露和张俊飚，２０２１，《土地整治与化肥减量———来自中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 ４ 期 １２３—１４４ 页。
罗必良和张露，２０２５，《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取向》，《改革》第 １０ 期 １—１１ 页。
倪国华、王赛男和金燕红，２０２２，《提高“自给率”还是提升“主导权”？ ———基于政策模拟的粮食贸易体系研究》，《管

理世界》第 ４ 期 ６５—８２ 页。
唐盟和邵磊，２０２２，《耕地保护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财经研究》第 １ 期 １２３—１３７ 页。
王欧和杨进，２０１４，《农业补贴对中国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 ５ 期 ２０—２８ 页。
王跃梅、姚先国和周明海，２０１３，《农村劳动力外流、区域差异与粮食生产》，《管理世界》第 １１ 期 ６７—７６ 页。
伍骏骞、方师乐、李谷成和徐广彤，２０１７，《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跨区

作业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第 ６ 期 ４４—５７ 页。
谢婷婷和张辉，２０２４，《土地供给约束、工业用地优化配置与企业效率———来自耕地保护政策的证据》，《经济研究》

第 ５ 期 １９０—２０８ 页。
杨进、钟甫宁、陈志钢和彭超，２０１６，《农村劳动力价格、人口结构变化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管理世界》第 １ 期

７８—８７ 页。
余吉祥和沈坤荣，２０１９，《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逻辑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４ 期 １１６—１３２ 页。



６２　　　 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

钟甫宁、陆五一和徐志刚，２０１６，《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利于粮食生产吗？ ———对农户要素替代与种植结构调整行

为及约束条件的解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７ 期 ３６—４７ 页。
周振、张琛、彭超和孔祥智，２０１６，《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来自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 ２

期 ３６—４７ 页。


